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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文献之历史功用
———广西石刻研究之七

杜海军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石刻文献自其发生，因材质易得、风雨不侵、经久耐磨、外力难坏、可传久远，遂 受 到 人 们 的 青

睐，以之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诸如昭告国是、助理民生、推动教 育 发 展、
传播宗教信仰、记录私人行迹、传播文学、传播书法等，而今看来，这些曾经的信息已成为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

部分。长期以来，人们多将石刻文献作为金石学看待，使得石刻的文献价值未能得以完全发挥。了解 石 刻 的

历史功用，会有助于加深学界对石刻文献价值的认识与开发利用，有助于学界对人类发展史各项研究的深入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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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刻自其发生，因材质易得、风雨不侵、经久耐

磨、外力难坏、可传久远，遂受到人们的青睐，以之作

为信息传播的一种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广泛应

用，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传递信息方面发挥

了无可替代的功用，成为我们今日认识历史的一种

重要文献。长期以来，人们对石刻研究的重点在于

金石学，对石刻的文献功用注意不够，影响了石刻文

献价值的充分开掘与发挥。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早

有认识，如欧阳修已关注到石刻的证史功能，“乃撮

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
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集古录·序》）也有学者

试图全面总结，如叶昌炽总结石刻功用为四点：一曰

述德崇圣，二曰铭功，三曰纪事，四曰纂言，并各举数

例。柯昌 泗 批 评 说 叶 昌 炽 列 目 有 缺 漏，举 例 有 未

合。［１］１８１－１８２杨殿 《石 刻 题 跋 索 引》将 石 刻 分 为 墓

碑、墓志、造像记、刻经、诗词、题名和杂刻七类［２］，是
就体裁而言。毛远明总结为记事赞颂、哀诔纪念、祠
庙寺观、诗歌散文、图文碑刻、应用文碑刻、石经、题

名题记、几 种 特 殊 碑 刻 等，这 种 总 结，体 裁、题 材 不

分，论述较为混乱。
关注石刻的功用，有助于学界对石刻文献价值

的认识与开发利用，有助于充分发挥石刻的文献价

值，有助于对社会历史各项研究的深入开展。笔者

以为其功用大者盖在七端：昭告国家大事、助理民生

日用、推动教育发展、传播宗教文化、记录私人事迹、
推广文学创作、传播书法艺术等。

石刻在传播书法艺术方面发挥的功能，显而易

见，论述也多，在此不赘，故本文粗分六类以次：

一、昭告国事

古时信息传播手段甚少，国家要事或者政策欲

告示天下，刻石就成为一个重要手段。如以石刻记

录帝王行程：周穆王“纪迹于合
廾山之石”［３］２１４，秦始皇

巡游泰山等地留下碑刻至今可见。秦后，几乎每个

朝代皆有此类存碑。如汉武帝登泰山留《泰山无字

碑》，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三年（４３７）过易州（河北易

县）与群臣赛箭石 刻《皇 帝 东 巡 碑》（１９２７年 发 现）。
唐开元十四年（７２６）唐玄宗封禅泰山，摩崖岱顶大观

峰《纪泰山铭》。康熙皇帝在曲阜有《过阙里》碑，乾

隆皇帝在浙江有《阅海塘记》（乾隆二十七年），嘉庆

皇帝在河北围场县有《木兰记碑》（嘉庆十二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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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国政者更多，如河南临颖县繁城镇存三国魏延

康元年（２２０）华歆率公卿将军上奏请曹丕即位的劝

进文，黄初元年曹丕即位昭告天下取代汉室立魏①。
鄂伦春嘎仙洞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４４３）魏世祖拓

跋焘委派 李 敝 祭 祖 摩 崖②。唐 代 长 庆 三 年（８２３）西

藏拉萨大昭寺立唐吐蕃会盟碑。云南曲靖一中存有

明政三年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唐玄宗开

元二十年（７３２），因突厥阙特勤去世，玄宗派使者前

往吊唁并制御书刻《阙特勤碑》（光绪十五年在鄂尔

浑河上游呼舒柴达木湖畔的喀拉和林遗址，即今蒙

古国林赛因诺颜部哲里，发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年

刻《阙特勤碑》，同时发现的还有《九性回鹘可汗碑》、
《必艹伽可汗碑》［４］４３７）。安禄山叛乱平定后，唐代宗大

历六年（７７１）元结特撰《大唐中兴颂》摩崖于湖南祁

阳浯溪。河南濮阳有景德元年（１００４）澶渊之盟《回

鸾碑》。云 南 大 理 有《元 世 祖 平 云 南 碑》（１３０４），山

西、陕西交界处黄河龙门口禹王庙存元代圣旨碑，北
京大学图书馆藏元代的立皇后玉册文拓片，桂林中

学现存元至顺帝封孔庙碑③，还有各类保护佛教、道

教、景教圣旨碑刻。明代朱元璋统一天下宣扬天命

依归，御书《周颠仙人传》置于庐山之巅。清朝定例，
每次平叛昭告天下，必泐碑于太学，如康熙四十三年

平定厄鲁特噶尔丹（存桂林）、六十年平定西藏（存拉

萨）、雍正三年平定青海（存桂林）、乾隆十四年平定金

川（存桂林）皆有御书、还有承德普陀宗承庙的《土尔

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１７７１）等。
朝廷法规政令通常也借勒石告示天下，特别是

在清代，法制渐明，更为普遍，各地此类碑刻多不胜

数，内容无有不及。涉及治安交通者如《桂林石刻总

集辑校》所载道光年间桂林府制《为端午节龙舟赛事

禁令》、《严禁匪盗赌碑》、《禁止容留游匪窝窃聚赌》，
咸丰年间《广西巡抚禁封船只布告碑》、《严禁盗卖盗

葬等告示碑》，临桂县《限制义渡勒索行人告示》、《广
西按察使司告示禁止毁树碑》、《临桂县禁牧告示》等
几十件。涉及工业发展以及贸易者如《广西石刻总

集辑校》所载乾隆六十年《灵川县示谕贸易碑记》，富
川县告示《奉县封禁坑场碑》，广西巡抚告示《贵县廪

生请抚宪封禁开矿》。著名的还有苏州所藏康熙四

十年的《苏州府约束踹匠碑》，雍正二年（１７３４）苏州

的《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记》等。
地方各级政府有要事通常也刻石记录，如曲阜

孔庙存汉碑《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记述为祭祀

孔庙设官［５］卷 八；陕西华阴西岳庙《西岳华山碑》记述

设祭祀官［５］卷 十 一；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５０９）摩崖于

陕西汉中褒斜古道的《石门铭》，记录了我国最早在

当地开通以及续修栈道的过程；宋代度宗咸淳六年

（１２７０）章时发作《静江府修筑城池记》摩崖在桂林鹦

鹉山，记述了修建桂林城的过程以及使用的人力物

力，有公示之用。
这些碑刻记事有大有小，多与国事有关，成为政

府与百姓勾通的重要方式，反映了一定时期国家的

治理现状。

二、燮理民生

石刻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对于民生的正常运行

发挥了很大作用，几乎成为社会运行不可缺少的组

成部分，具体体现在：
一是记事。古人有大事则记，如地震碑刻，唯不

常见，常见者大概包括以下方面：兴办维护公益事业，
彰善抑恶。如贺州市玉坡村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刊《龙珠

庙记》，鄂昌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兴安县秦堤龙王庙刻

《重修龙王庙碑记》，杨仲兴兴安县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
刊《重修分水龙王庙碑记》，杨锡□横县乾隆四十一年

（１７７１）刊《重塑满堂神将碑记》。又有龙胜县江底乡

泥塘村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刊《建桥集资碑》，平乐县榕津

村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刊《鼎建戏台碑记》。此类碑桂

林尤多。桂林同治八年（１８６９）立《重修龙泉井并井边

街碑记》，桂林东安街圣母祠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刊《黎
庶椿等重修古井碑记》，桂林光绪十八年刊《唐启藩开

井碑记》，桂林光绪五年刊《宝积山植树碑》，桂林光绪

十六年《曹谨堂植树题名》，桂林叠彩山木龙洞雍正十

年（１７３２）刊刘大任《收埋棺柩碑记》，等等。懿行碑、
德政碑亦属此类。恶行碑是后起者，如桂林兴安县灵

渠四贤祠内有民国五年公立《吕德慎劣政碑》指斥其

“浮加赋税，冒功累民，兴安知事吕德慎之纪念碑”，可
见民国时民主意识的崛起。

二是传播生活常识。如北京１９７１年 发 现 的 宋

代天圣年间刻针灸图经碑，明刻陕西药王山《海上仙

方碑》与摘录孙思邈《千金方》的《千金宝要碑》，西安

有张旭书草书刻的《肚痛帖》，桂林刘仙岩刻吕渭宋

徽宗宣和四年（１１２２）刊《养气汤方》，乾隆间刻于拉

萨的《劝人种痘碑》等。这些碑对推广医学知识应该

是发挥了作用的。吴仲复于宣统三年在桂林木龙洞

摩崖《崇华医学会》碑，推动了现代医学观念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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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集古录》卷四、洪适《隶释》卷二三、王昶《金

石萃编》卷二三皆收录。

该摩崖１９８０年７月由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文物工作

站的米文平先生发现（见 米 文 平《鲜 卑 石 室 的 发 现 与 初 步 研

究》，《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２期，１－７页）。

凡引桂林 之 石 刻 皆 见 杜 海 军 著《桂 林 石 刻 总 集 辑

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



传播天文知识者如河南登封唐僧一行刻《周公

测量台》，传播地理知识者如苏州博物馆所存南宋黄

裳制《地理图碑》也当属此类，且世有名作。
三是通过刊石宣传各种政策规约，约束人们不

当行为，倡导正义，打击邪恶，维护百姓日常生活正

常有序地进行。此类碑刻最普遍：如维护地方安全

的乡规民约，广西罗城县康熙五十八年（１７１９）刊《小
长安何家众 立 禁 碑》①，道 光 年 间 合 街 公 立《公 议 禁

约碑》、《萧家里等七村公议禁约碑》，恭城县上炉村

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刊《众立禁碑》，光绪年间桂林

阳家村《公议禁条碑》、桂林八街《公议禁约》、东郊阳

家村《公议禁约》碑，光绪三十三年立临桂县判决毛

村、大宅江、钩鱼山村、桑林村、石家渡村、新宅村、陇
上村等七村《灌溉用水事布告》等。

规范社会人际关系的碑刻也不少，如北京马甸

伊斯兰 教 清 真 寺 存 康 熙 十 一 年《公 议 整 顿 寺 规 碑

记》，山东济 南 府 礼 拜 寺 内 存 康 熙 九 年 刻 薛 宗 俊 撰

《永禁三掌教世袭序》［４］１１４８，广西富川县乾隆三十四

年（１７６９）刊《传芳堂族规条列》。
刻石契约告知邻里，用于发挥契约约束力者也

甚多。如河南偃师县存东汉建初元年《大吉买山地

记》［６］卷 八；建初 二 年《汉 侍 廷 里 父 老 亻單 买 田 约 束 石

券》记载买田事［７］２５９；山东莒县西孟庄庙墓出土东汉

建安三年 刻《宋 伯 望 买 田 记》；晋 咸 康 四 年（３３８）刻

《朱曼妻薛买地宅券》；桂林乾隆五年临桂县颁发钵

园四至地界摩崖，标明买地与卖地之人；乾道八年，
桂林靖江府给僧人了达颁发护园执照摩崖，批准了

达管理桂林青秀山僧舍；道光四年桂林阳文宗《卖房

契碑》；僧维昆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夏月刻《钵园四至

地界碑记》；同治年间桂林董福弟等人为《木龙洞义

渡具结碑》；民国时龚仲英《卖屋契约》刻石；桂林阳

家村道光二十九年立《众议拨税碑记》。商会会馆碑

等亦属此类。总而言之，买卖契约石刻代代皆有。

三、推动教育发展

刊刻教育政策、规章制度以及教材，石刻在中国

的教育发展史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其一，刊刻教育政策，宣传教育规章制 度，为 学

子指明努力方向。政府有关教育的法规首先是刻石

学校，如宋代文彦博作《京兆府小学归》，按年龄严格

规定学生的学习功课（《金石萃编》卷一百三十四）；
《大观圣 作 碑》、《耀 州 淳 化 县 御 制 学 校 八 行 八 刑 之

碑》记载“八行八刑”，规定了当时人才的选拔条件以

及选拔等级等。柯昌泗《语石异同评》论石刻典章又

以为宋徽宗《御制政和五礼新仪》，颁行天下，最合此

例。［１］２１２又如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刊《广西巡抚为各书院

膏火定例碑记》记载：“膏火向有定额，边课本较内地

诸生有增。卷查太、泗、镇三府属边生来省肄业，考列

超等者，每名月给膏火银二两。考列特等者，每名月

给膏火银壹两。由府汇同各书院生童膏火具文，请领

给发”，则更详细地规定了边地学生在内地学习期间

享受国家优惠待遇，以及根据学习成绩定级别领取膏

火的数额的规定，有利于鼓励边地教育的发展。
又有各类学校规程刻石学府，著名者如南宋时

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朱熹著《白鹿洞书院揭示》
后，南宋理宗诏颁各州府县，令立石刻于学宫。教学

的礼仪制度、行施程序也刻在学府，如大德元年将释

奠图刻于桂林府学，供学子模仿学习。杜与可元仁

宗皇庆元年（１３１２）刊《静江路修学造乐记》也直接与

府学教学有关，至今碑刻犹在。
其二是刊刻教材，汉代以来各级学府多将儒家

经典刻石供学子抄录习读。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到清朝末年，儒家经典一直是不可更易的学

校教材。这些教材因古代印刷术不发达以及纸张缺

乏，主要靠学生手录，辗转传授时日渐久，不免出现

一些舛误，影响教学效果，因此便有了东汉太学奉旨

刊刻五经之事。《后汉书》载：“邕以经籍去圣久远，
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

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 石单、议

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
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

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

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８］１９９０从此，历

朝学校刻经于石，就成了绵延不断的重要的教材颁

授方式，从汉朝六经直刻至清朝的十三经，阎若璩这

样总结：“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书六经于碑，使工镌

刻，立于太学门外，此所谓《一字石经》也。魏邵陵厉

公正始中，邯郸淳书石经，亦立于太学，此所谓《三字

石经》也。晋 裴 危頁 为 祭 酒，奏 修 国 学，刻 石 写 经，是

为《晋石经》。后魏孝明帝神龟元年，祭酒崔光请补

汉所立《三字石经》之残缺，此魏立也，非汉。唐文宗

开成二年，国子监《九经石壁》成，从宰相领祭酒郑谭

之请也，今尚在。孟蜀广政十四年，镌《周易》，至宋

仁宗皇祐 元 年《公 羊 传》工 毕，是 为《石 室 十 三 经》。
仁宗庆历初，命 刻 篆 隶 二 体 石 经，后 仅《孝 经》、《尚

书》、《论语》毕工，是为《嘉祐石经》。高宗绍兴间，亲
书《易》、《书》、《诗》、《左氏传》、《论语》、《孟子》及《礼
记》五篇刊石（笔者按：《武林金石志》卷二载，共七十

９

① 凡引广西诸县石刻皆见杜海军著《广西石刻总集辑

校》，待刊稿。



八碑），孝宗淳熙四年，诏建阁以覆之，是为《绍兴御

书石经》。盖古来凡七刻矣，为附其说于此。”［９］９２阎若

璩未 及 总 结 的 还 有 其 后 乾 隆 五 十 六 至 五 十 九 年

（１７９１—１７９４）续 刻 的《清 石 经》（又 称《乾 隆 石 经》）。

这套石经规模庞大，包括乾隆谕旨与和 奏表 多 达

１９０件石，当时立于国子监（今藏北京），全刻包括《周
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

左氏传》、《公 羊 传》、《谷 梁 传》、《论 语》、《孝 经》、《尔

雅》、《孟子》，共十三经，成为权威的儒家教材。
刊刻儒家经书不仅在太学，其他各地也多有散

刻。如西安碑林存《石台孝经》，四川遂宁摹刻的宋

高宗书《真草孝经》，重庆大足古文《孝经》，羑里城有

嘉靖刻文王《易》，乾隆《山东通志》载长青雉兔屯石

刻《孝经》等。还有将经文片段刻于各地者，如南宋

司马备刻《易 经·家 人》于 融 水、陈 邕 刻 张 木式 书《论

语·问政》于桂林弹子岩等。石刻为天下学子求学

进身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反映了我国教育史进步

的阶梯性成果。
其三是修建学校与学记的碑刻。研究欧阳修《集

古录》以及王昶《金 石 萃 编》、陆 增 祥《八 琼 室 金 石 补

正》等金石录的可发现，学记类石刻当始于宋代。宋

代以后，学记石刻数量剧增，量大文美，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教育的进步，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学记内容十分丰富，或阐述建学的重要性，如绍

圣元年吴柔嘉撰《高陵重修县学记》云：“学者之性如

泉源，导之为江河，塞之为污池。”［５］４６６或记述学校发

展过程，如道光六年（１８２６）李士林刊《粤西康大中丞

广秀峰书院肄舍碑记》，记述桂林秀峰书院增建学舍

事，说明原有讲堂五楹、厅舍五楹、东西厢各十五楹，
嘉庆五年增修寝室五楹、东西厢各三楹，立汉司空南

阁；道光四年，大中丞兰皋康公莅任，又在院内大门

之旁，增舍七椽，又捐金二百余两购顾氏居，前后增

建凡三层，层各若干房。曹驯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刻《逊业堂记》，唐景崧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刻《奎光

楼记》等皆记学校的兴建。或记述学校学生、老师的

日常生活待遇，如柳州市柳侯祠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
夏四月刻《龙城书院碑》，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桂林

朱椿刊《秀峰书院经费记》等皆是如此。这些石刻成

为今日研究我国教育史的稀见资料。

四、传播宗教信仰

宗教在我国历史上发展是比较全面的，有本土

产生的道教，有外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有
些宗教在中国得到较大的发展。作为宗教实践的重

要形式或发展过程，石刻文献中都有充分反映。石

刻记载了各类宗教发展的起始，如唐刻记录景教在

中国发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自明代被发现

即驰名中外，它是有关唐德宗李适建中二年（７８１）为
传入我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记事的一件名碑，
用中文和叙利亚文载明了景教从波斯传入中国后在

长安建寺和传教的情况。又如陕西户县重阳宫碑林

集中了众多元代以来的道教碑刻，其中《十方重阳宫

万寿记》、《全真教祖碑》、《重阳祖师仙迹记》等成为

研究道教全真派创立、教义思想的最珍贵资料。桂

林南溪山刘仙岩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１１５２）刊《畲

先生论金液还丹歌诀》是道教炼丹的重要文献。陈

智超、曾庆瑛抄于四川灌县文管所拓本的《敕赐玄教

宗传之碑》由虞集奉敕撰文，赵孟兆页 奉敕书丹撰额，
记载了正一派大宗师张留孙以前的八代本师及陈义

高的事迹，是元代道教正一派的重要史料。［１０］５还有

广西宜州存宋代元符戊寅年（１０９８）刊《供养释迦如

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罗汉圣号》，图文并茂。广西

宜州宋代绍圣四年（１０９７）刊《婺州双林寺善慧大士

化迹应现图》，描写梁武帝时傅大士在双寿树下修行

的过程。广 西 崇 左 万 历 年 间 知 州 黄 河 汉 立《上 帝

碑》，虽然只有“上帝碑”三字与年月落款，已可见天

主教在中国明代传播的广泛。
宗教在中国历史上得到大发展的主要是道教与

佛教，这从经文的刊刻可以见得。如唐代河北易县

龙兴观一经幢刊刻《道德经》，而佛教石刻在所有宗

教石刻甚至所有石刻中是最有成就、数量最大的一

类。在佛教石刻中成就最为惊人的是佛经石刻，叶

昌炽对佛经刻石之多很是惊讶，他说：“余尝怪释氏

刻经遍天下，房山雷音洞二千三百余石，伟矣。中山

之法果寺，宝山之万佛沟，或建石，或摩崖，莫不大书

精刻。”［１］１８４佛教的 经 文 刊 刻 确 实 成 就 非 凡，如 北 魏

泰山经石峪 的《金 刚 经》占 地 亩 余，字 径 每 个５０厘

米，至今仍有字存；还有山东邹县摩崖岗山、铁山，河
北邯郸唐刻维摩经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叶昌炽所

说的房山石经。北京的房山石经刊刻始于隋朝，终

于辽、金。几个朝代的持续刊刻，完成了《法华经》、
《华 严 经》、《涅 盘 经》、《维 摩 经》、《胜 髟

曼 经》、《金 刚

经》、《佛 遗 教 经》、《无 量 义 经》、《弥 勒 上 生 经》等

１５　０６０件的刊刻［１１］８８，成为我国文化的一大奇观，印

证了中国佛教史发展之辉煌。
石刻文献对于宗教研究的价值，已经为学者注

意，如著名学者陈垣搜集辑纂《道家金石略》，借助石

刻文献研究道教发展，为学界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习俗几近宗教，是人们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石

刻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推广功能，如桂林泰始六年

（４７０）刊《欧阳景熙地券》、永明五年（４８７）刊《秦僧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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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券》、正统四年（１４３９）刊《靖江王府内使张法禧地

券》，反映的是丧葬习俗。龚翔麟康熙乙未（１７１５）刊
《伏波祠迎送神歌》反映的是祭祀习俗。贵港市南山

寺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刊孙超《南山祈雨记》反映了人

与自然的关系。吴元臣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刊《新

建痘神庙碑记》反映了人们对疾病与神灵关系的认

识。此等碑刻内容多不入正史，价值也别具一格。

五、记录私人行迹

石刻最普遍的应用在于墓铭或志，无论地位高

下贵贱，为去世者立碑作墓志在东汉以后就十分普

遍，直到今天这种风气依然在延续，这大概来源于国

人讲究三不朽的传统，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者是也，
其实只为一个立名而已。如《后汉书·窦宪传》载窦

宪公 元８９年 在 燕 然 山 打 败 匈 奴，勒 石 记 功 而 还。
《晋书》称杜预好为后世名，为自己刻碑，“常言‘高岸

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

下，一 立 岘 山 之 上，曰：‘焉 知 此 后 不 为 陵 谷

乎！’”［１２］１０３１无非是说不管将来历史如何变迁，自己

的名字总会显耀于世，这是人们立碑留名的一个典

型实例。由于古人这种立名的强烈观念，所以我国

廿四史也就做成了一部人物传记大集结，但能进入

史书的人物多为王侯将相非常之人，普通人要传名

后世就只能自想办法。由于石料容易获得，不受任

何限制，使用方便，所以借助石刻立名便成了众人的

选择，或埋地为志为铭，或置墓前为碑为碣，标明自

己的姓氏履历业绩等，以求流传后世。因此，我国历

史上留下了无数的石刻碑铭，我们仅以所发现的唐

代墓志铭之 多 就 可 见 一 斑。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９２
年出版 周 绍 良 等 编《唐 代 墓 志 汇 编》一 书 录 墓 志

３　６７６方，２００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唐代墓志汇编》
的基础上作《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续收墓志１　５６４件，
两编合起就有５　２４０件，想必这只是部分，是唐代的部

分，更是历史上的部分。如果设想将历史上所有朝代

曾经存在过的墓志铭完全统计，不知将是一个何样的

数字，因为宋代以后的石刻发展更为普遍与繁荣，反
映社会生活的程度也必更深更广泛。

数量众多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这些墓志铭作

者多有名人与显要，所铭之人也往往成绩可为世道。
如 “《东观汉记》曰，窦 章 女，顺 帝 初 入 掖 庭 为 贵 人，
早卒。帝追 思 之，诏 史 官 树 碑 颂 德，章 自 为 之 辞”。
又言蔡邕撰碑文之多，范晔《后汉书》曰郭林宗卒，同
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卢植曰：“吾
为 碑 多 矣，皆 有 惭 德，惟 郭 有 道 碑 无 愧 色

耳。”［１３］卷五八九，文部五〇 东汉时孔融等人撰碑文多以蔡邕

碑为模范：“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者莫高蔡

邕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句无择言，周乎众碑

莫非精允，其叙事也核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辞

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至矣。孔

融所 创 有 慕 伯 喈，张、陈 两 文 辨 给 足 采，亦 其 亚 也。
及孙绰为文志在于碑，温、王、郗、庾词多支离，桓彝

一篇最为辩才矣，此碑之所致也。”［１３］卷 五 八 九，文 部 五 〇 东

汉以后，为人作墓志铭成了文人的一项重要创作内

容，如韩愈为人写墓志铭、墓碑等在李汉编《昌黎先

生集》八卷中就占有二卷之多。
碑志在文人著作中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二

十四史人物传记的一个大的补充。

六、传播文学

文学的传播包括作品传播、作者传播、文学理念

与创作方法的传播。作者作品得到传播，文学理念

与创作方法自然也将随之得到传播，因此我们论述

作品传播、作者传播、文学理念与创作方法的传播也

自然就在其中了。在古代，文学的传播就方式而言，
无外乎口头传播或将文字书于竹简、木牍、丝帛、纸

张、金石等。在这些方式中，比较而言，纸张、竹木寿

命皆短且易损，更有甚者受到经济力量或社会地位

的限制，因此，文学的传播人群也就是在文人或者官

员富人的圈子内，一般百姓或无意受其影响，或无力

受其影响，文学的传播因此而受到限制。然而，石刻

这种矗立通 衢，或 摩 崖 名 山，多 在 公 众 易 到 易 聚 之

处，受众范围大，传播人群无拣择，时间持久，在诸多

传播方式中，成为传播文学的重要方式，也成为人们

不经意间最易接受的一种方式。
就作者传播而言，许多人借碑刻得扬 文 名。晋

人戴逵作郑玄碑，为文自镌，时人莫不惊叹，以为“词
丽器妙”。吴郡人陆云制《太伯庙碑》，吴兴太守张缵

罢郡，途经读其文，叹美以为“今之蔡伯喈也”，至都

言于高祖，高祖召陆云兼尚书议郎。唐人李邕长于

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持金帛往

求其文，受纳馈遗至于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

未有如邕者，其《韩公行状》、洪州《放生池碑》为人推

重，以恩例赠秘书监。唐长庆间工部尚书冯定作黑

水碑《画鹤记》名驰新罗。孙兴公作永嘉郡，有《敬夫

人碑》因得到郡人尊重。张说文章构思精敏，长于碑

志，为世认可。宋人李 代杨凝撰吴越王钱 《神道

碑》，文采遒丽，时辈咸称。任谅为怀州教授，徽宗见

其作《新学碑》，赞美其文，擢提举夔路学事。金人韩

日方作《太祖睿德神功碑》当世称之。元人揭 彳奚 斯 撰

《明宗神御殿碑》，获赐楮币万缗，白金五十两。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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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举，皆是言碑刻对作者扬名的作用。
鉴于碑刻有助于扬名，名家也多喜为之，如唐太

宗李世民撰五言诗《帝京篇》、《晋祠铭》，唐明皇李隆

基撰书《鹡鸰颂》、《送李邕赴滑州诗》。李白撰书《隐
静寺诗》刻于繁昌，《题安期生诗》刻于掖县。颜真卿

撰书《宋 碑侧记》刻于沙河，又有《唐开府仪同三司

行尚书右丞相上柱国赠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

铭并序》。元结的《大唐中兴颂》、皇甫湜撰《浯溪诗》
刻于祁阳。韩愈书《白鹦鹉赋》刻于海阳，《送李愿归

盘谷序》在孟州济源，《徐偃王庙碑》在衢州，《南海庙

碑》在广 州，《罗 池 庙 碑》在 柳 州。柳 宗 元 在 桂 林 有

《訾家洲记》，在柳州有《柳州山水记》、《重复大云寺

记》、《柳州并铭》、《文宣王庙碑》。白居易撰《香山寺

碑》、《修香山寺诗三十韵》、《醉吟先生传》、《八节滩

诗并龙门二十韵》、《醉吟先生白公西北岩石碣》、《白
乐天游济源诗》。李商隐撰《白居易碑》。冯道撰书

《晋移文宣王庙记》刻于大荔。欧阳修撰《醉翁亭记》
刻于滁州、鄢陵，《丰乐亭记》刻于滁州，刻《思颍诗》
等三十篇在颍水。苏轼《表忠观碑》在临安，《昌黎庙

碑》在潮州，《伏波庙碑》在雷州，《峻灵王庙碑》在昌

化。以上所论是名人，其实，以总量而言，文刻流传

最多的还是那些不太著名的甚至是文学史或历史上

根本没有地 位 没 有 留 名 的 文 人，如 张 世 南《游 宦 纪

闻》载一刻于进贤，再刻、三刻于德兴的无名氏诗歌，
这些碑刻文学在传播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人借碑扬名，碑因人传文。碑刻所至泽及地方，
而文学遂得以弘扬光大，碑刻的传文之功至是而见。

碑刻在文学方面的传播之功又表现在对文学创

作活动直 接 的 推 动。一 是 兴 起 即 时 唱 和 的 集 体 创

作，此类碑 刻 如 唐 代 汝 州 刻 石《武 则 天 幸 流 杯 亭 宴

诗》，记录武则天圣历三年幸汝州，宴饮于州南流杯

亭，与群臣分韵赋诗，参与者有吴泽塔、武三思、李峤

等人。又如宋咸平年间永州摩崖《送新知永州陈秘

丞瞻 赴 任》，有 朱 昂 等 五 人 唱 和。太 平 天 国 十 年

（１８６０）宜州有石达开与部下十多人在宜州白龙洞唱

和摩崖。民国间北流勾漏洞刻时任县长关锡琨因募

捐修葺勾漏洞竣，复作诗文纪其事，征获诗赋歌词记

序等一千二百五十一首，以其中七首并序刻石。桂

林此类摩崖最多，如唐人张浚、刘崇龟的杜鹃花唱和

诗。宋人有章岘、崔静唱和诗，刘谊曾公岩记与陈倩

等七人唱和诗，米黻程节唱和诗，张洵、尚用之等五

人蒙亭唱和诗，任续还珠洞唱和诗，张孝祥、张维七

星山唱和诗，朱 希 颜 与 胡 长 卿、刘 褒 千 叶 白 梅 唱 和

诗，朱希颜与胡长卿、刘褒南溪山唱和诗，李曾伯、丰
氵巨
艹 登千山 唱 和 诗。明 人 陈 辉、胡 智 七 星 岩 唱 和 诗，
胡智、陈辉、王骥三人虞山唱和诗，彭琉、李棠等四人

谒虞帝庙唱 和 诗，李 棠、夏 埙 等 十 一 人 龙 隐 洞 唱 和

诗，林维翰、龙鲤等五人七星岩唱和诗，包裕与陈阳

等四人唱和及哀挽胡宪副诗，徐翊、黄一隆等四人叠

彩山唱和诗，周进隆、翁茂南等四人唱和诗，沈林、周
进隆等五人唱和诗。清人胡文华、彭而述七星山唱

和诗，黄赐音英、吴允言独秀峰唱和诗，吴邗蕙竹道人

刘仙岩唱和诗，夏仪、喻元准等叠彩山唱和诗。
二是前后相继唱和的创作，如唐人元结在湖南

祁阳作《大唐中兴颂》摩崖浯溪，自此以后，历代名人

追随，留下了宋人黄庭坚、米芾、秦少游、李清照、杨

万里、范成大，明代解缙、董其昌，清代何绍基、袁枚

等人的题刻，虽非全为唱和而作，但明显受元结前作

的影响。又 如 桂 林 独 秀 峰 太 平 岩 明 代 正 统 十 二 年

（１４４７）庄简王朱约麒《独秀岩记》附诗云：“碧峰禹迹

几经今，上接云霄匪不钦。绝顶两轮乌兔跃，幽禽齐

奏管弦音。无时树木冬森翠，最喜林峦夏有阴。每

展黄庭岩畔玩，默知天地化工深。”此后相继步韵而

作者有正德六年（１５１１）朱约 ，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
张经、靖江庄惠王朱邦苎，嘉靖十五年诸演等二十四

人的唱和诗，持续近百年时间。又如清人谢启昆在

桂林南溪山有《和元人韵四首》、《题龙隐岩和方信孺

韵二首并记》、《栖霞寺和陈文简公诗二首》等。这些

前唱后和之作无疑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碑刻在文学传播方面最直接的功用是传播文学

作品，彰显 文 学 的 观 念 和 魅 力。如 宋 卢 襄 撰《西 征

记》载，哲宗元符三年在国子堂前见有列碑南北行三

十五枚，其间刻有魏文帝《典论》系传播文学观念；而
欧阳询书行书《九歌》刻于丰州、润州；《兰亭序》感事

兴怀太悲，萧统《文选》不取，唐太宗得右军兰亭序真

迹，在定武刻以玉石，成为最受推崇之文本，文也因

此得传。许多文章因石刻而广为人知，元结的《大唐

中兴颂》、梁安世的《乳床赋》、题云华阳真逸的《瘗鹤

铭》等皆是如此。许多石刻在历史上一刻再刻，跨域

时间与空间，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苏轼的《赤

壁赋》等，成为历史上传播文学的一种持续不衰的方

式。
人们从碑刻接受文学也成为习惯，如《世说》载

曹操与杨修行军曾读曹娥碑。《三国志》载王粲与人

共行，读道边碑，人使背诵不失一字。邓艾随母至颍

川，因读陈实碑文“文为士范，行为士则”，遂改名曰

“范”，字曰“士则”。祢衡于章陵见蔡伯喈所作石碑，
因叹其好，而过目不忘。韦绚撰《刘宾客嘉话录》记

载欧阳询行 见 古 碑，由 索 靖 所 书，驻 马 观 之 良 久 方

去，数百步复还，以至于布毯碑下坐观，甚至因宿其

傍三日而去。到了宋代，名人也多借碑学文，如王禹

“见碑时下岸”，“几处古碑停马读”（《送同年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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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通判西都》）。范成大“读碑索句仍投辖，谁是扬州

控鹤仙”（《风月堂》）。刘过“摩挲墓铭看，久立读碑

阴”（《聿追庵》）。刘克庄“春风萧寺同登塔，落日荒

台共读碑”（《忆毛易甫薛子舒》）。这些例子可见当

时文人钟爱石刻尉为风尚，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刻在

宣传文学方面功不可没。
以上我们从六个大的方面论述了石刻的历史功

能，这仅是根据存量多的石刻立类，它如水文碑、地

震碑、路标碑、地 界 碑 等 数 量 少 者 或 可 就 近 归 入 它

类，就不再专门论述。可以这样说，石刻在中华文明

的发展史上，曾 发 挥 过 无 可 替 代 的 功 能，更 重 要 的

是，石刻作为文献形式保留至今，又显示了文明发展

的足迹，因而值得后人爱护和开发。我们今日探讨

石刻在历史进步中发挥的功能，目的是要进一步开

发、利用石刻的历史文献价值，以便更好地认识文明

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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